
「私人」話語如何成為公共議題？— 
共情、再構與「底層」表達

袁光鋒

摘要

社交媒體改變了公／私之邊界，影響了公共生活和公共話語。曾

經被排斥的「底層」群體在社交媒體時代能夠通過自我的表達而進入公

共空間。他們的表達有著自己的風格，不同於哈貝馬斯設想的理性話

語，他們更傾向於用文學、詩歌和文化產品的方式。文章以「文化公共

領域」為理論框架，以「許立志」和「范雨素」為研究案例，探討了圍繞

底層群體的文化公共領域是如何構成的。研究發現，「文化公共領域」

塑造了底層群體的自我理解和公眾對這一群體的理解，共情機制和再

構機制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共情機制和再構機制又可能轉變

成排斥底層話語進入公共空間的力量。圍繞「底層」形成的文化公共領

域，在形態上是割據的和碎片化的，這根源於社會結構的割裂。

關鍵詞：文學公共領域、文化公共領域、底層群體、公共空間、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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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d “Private” Discourses Become Public 
Issues?—Empathy, Reframing, and the 
Expression of “Subaltern Groups” 

Guangfeng YUAN

Abstract 

Social media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boundary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nd affected people’s public life and discourse.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once marginalized subaltern groups can enter the public space and 

participate in shaping it through their own expression. They tend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literature, poetry, and cultural products, different from the 

rational discourse conceived by Haberma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 and the case studies of “Xu Lizhi” and “Fan 

Yusu,”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the expression of subaltern groups constructs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 I argue that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 has shaped 

the self-understanding of subaltern groups and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these groups. The mechanisms of empathizing and reframing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may 

become a repulsive force that serves to prevent subaltern discourse from 

entering the public sphere.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 related to subaltern 

groups is fragmented, which is rooted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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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細語」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過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對於這一

歷史的解釋，「國家的主導價值觀」往往是「確定歷史標準的權力」（拉納

吉特．古哈，2005：338），「經濟」、「發展」、「現代化」等都構成了關於

中國轉型的主導敘事，至少是「之一」。底層群體雖與中國這一歷史過程

息息相關，但他們的聲音卻常常被淹沒在各種宏大敘事或者中產階級的

敘事之中。本文借助古哈的「歷史的細語」（拉納吉特．古哈，2005：
338）這一概念，討論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的細語」，具體來講，

就是底層群體的文學和文化文本。與宏大敘事不同，底層群體通過詩

歌、小說等方式講述自己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經歷、體驗和情感，有

的甚至只是他們的「喃喃自語」，構成了我們對於中國轉型的另類理解。

絕大多數「細語」都悄無聲息，他們僅僅存在於底層私語中，我們已經

難以獲知。少數能夠進入自己的言語空間，比如發表工人詩歌的文學刊

物，還有極少數進入主流的大眾媒體，進入其他階層。本文研究的主要

對象就是這些「歷史細語」中的「少數」和「極少數」，主要是「許立志」和

「范雨素」兩個案例，也包含其他底層的文學作品。我們試圖回答的是：

這些帶有私人性的話語是如何進入公共空間、如何被講述的。

許立志是生於1990年的深圳富士康工人，被認為是打工文學的接

班人。2014年9月30日，許立志從深圳龍華一座大廈的十七層一躍而

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新的一天」，是他最後一條微博，發布時間

是2014年10月1日，他預設了定時發送。這條微博獲得了一千多條的

評論，遠遠超過平時幾十條甚至幾條的微博評論。在各類媒體對許立

志進行報導之前，他也在寫詩，但並不為大眾所知。富士康多起跳樓

自殺事件以及「打工詩人」的身份，把他帶到公共空間。許立志生前曾

經寫過和發表過多篇詩歌，發表在《打工詩人》、《打工文學》、《特區文

學》等刊物。許多詩歌都與富士康工廠的經歷有關，描述了自己的痛

苦、苦悶、壓抑等體驗，比較著名的作品包括〈流水線上的兵馬俑〉、

〈一顆螺絲掉在地上〉、〈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等。流水線、兵馬

俑、螺絲釘等都是許立志詩歌中比較知名的意象。在其自殺之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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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話語如何成為公共議題

的詩歌被彙集成一本書《新的一天》，在豆瓣網上，這本書獲得200條左

右的評論。許立志還進入《我的詩篇》這一非虛構電影，該電影由吳曉

波總策劃，秦曉宇等人執導，並於2017年初公映。選擇許立志作為研

究案例，主要是考慮到進行文學創作的打工者雖然不少，但跨越階層

被閱讀、被傳播的並不多，許立志自殺之後，其詩歌受到較多的關注

和解讀，這一案例對於我們分析底層的文學／文化實踐如何跨越階層的

限制而進入主流的公共空間具有代表性意義。

范雨素案例向我們展現了一篇講述私人經歷的文章如何成為廣泛

流行的文本。范雨素是一位北京育兒嫂，在〈我是范雨素〉之前，她也

進行了一些文學寫作，發表過〈農民大哥〉，但為更多人所知則是因為

〈我是范雨素〉這篇文章的發表。2017年，〈我是范雨素〉在界面新聞旗

下的非虛構寫作平台「正午」發表。范雨素在這篇文章中講述了自己家

三代人的經歷和命運，被認為交織了階級、城鄉和性別等議題（郭睿，
2017），該文獲得349萬的閱讀量（郭睿，2017），各類媒介上也發表了

不少關於這篇文章的評論。范雨素「成名」之後，獲得了傳統媒體的採

訪和公眾的關注。她所在的「皮村文學小組」還有一些人也在進行文學

的創作和表達，比如，李若、郭福來、胡小海等，都在主流媒體發表

過詩歌或者紀實文學（郭睿，2017）。文學小組還獲得了「第三屆單向

街．書店文學獎」的「年度新聲」。

無論是許立志還是范雨素（以及范雨素所在的皮村文學小組），在

通常意義的階層界定中，都屬於「底層」群體。近年來，底層群體不斷

地通過互聯網、自媒體等管道進行自我的表達，或者寫作詩歌和其他文

學作品，或者講述自己的經歷和體驗。雖然他們很少能夠在公共空間

中佔據主導的位置，引發大規模公眾關注的案例也並不多見，但社交媒

體為他們提供了表達的管道。不同於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設想

的理性話語，底層群體有著自己的話語風格。在本文案例中，獲得媒

體和公眾關注的許立志、范雨素講述的都是個體的體驗和經歷，都是

「私人」的表達轉變成了公共話語、公共話題。本研究將以「文化公共領

域」和「多元公眾模式」為視角，探討底層群體對於「私人」經驗或體驗

的書寫如何成為公共議題，有哪些機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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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的邊界與社交媒介

「公／私」的界定與邊界

「公」和「私」應該是政治學兩個至關重要的概念，「公與私的對立在

西方的政治和社會思想史上源遠流長」（胡泳，2008：28），兩者的區分

自古典時代以來就在西方思想中佔據核心位置（Weintraub, 1997, p. 1）。

對於「公／私」邊界的認知，在人們的政治行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公私之間的邊界規定了個人怎樣組織他們的日常生態以及與他人建立

關係。」（Papacharissi, 2010, p. 27）也影響了我們以什麼樣的話語風格

參與到公共生活中。但這又是兩個難以界定的概念，哈貝馬斯自己認

為，「即便是科學，尤其是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顯然也未能對『公』、

『私』以及『公共領域』、『公共輿論』等傳統範疇做出明確的定義。」（哈

貝馬斯，1999：1）Weintraub也指出公和私的分類儘管流傳甚廣，但常

常沒有對這兩個概念的含義進行認真思考（Weintraub, 1997, p. 2）。

關於「公共」、「私人」的理解，有許多角度，比如Weintraub（1997）

提出兩個標準來辨別「公」和「私」， 即可見性（visibility）和集體性

（collectivity）。借用這一標準，「私」被界定為「被隱藏的」，「公」則是公

開的、 透露的和可接近的；「私」是個人的，「公」是集體的（轉自
Papacharissi, 2010, p. 27）。公和私又可以在議題的特徵上指與「公共利

益」有關的事務或者私人事務。對於公和私的問題，還有許多種其他理

解方式。本文主要是在議題的層次上理解「公」和「私」。

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中，私人議題被認為不應該進入公共

領域（林宇玲，2014：69），但對於什麼是「私人議題」的理解是有變化

的，曾經被認為是私人的議題，有可能變成公共議題。「私人議題」的

界定也反映了背後的階級、階層、性別之爭，比如Fraser就批評哈貝馬

斯：「公私之分乃是資產階級、男性意識型態的產物。宰制階級為了鞏

固其利益而將附屬團體的關切排除在外，即使婦女、工人最後被允許

加入討論，他們的話題也常被認為是私事（如家暴、工資）而無法被認

真看待。」（林宇玲，20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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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來講，本文兩個案例中，當事人的表達都不屬於哈貝馬斯意

義上的理性話語，但都在公共空間中引發了較多的關注，促進了不同

階層對於「底層」、「打工者」、「新工人」等群體的關注。本文將探討類

似的私人話語是如何變成公共議題的，或者說它如何進入公共空間，

又如何被公眾解讀。

媒介與公／私邊界

媒介帶來的邊界改變，最重要的是公私邊界的變化。在傳統媒體

時代，公私邊界也並不完全清晰，一些私人的話題會被媒體報導，帶

入公共空間，如顧德曼（B. Goodman）分析的媒體對1928年發生的一起

自殺案的討論（顧德曼，2006）。這一時期，傳統媒體是塑造公私邊界

的主要管道，「私人」話語需要通過傳統媒體才能夠進入公共空間。

在社交媒體時代，公／私的融合已經成為生活的常態。以互聯網、

手機為代表的新媒介的重要特徵就是「融合」，「融合描述了技術、實踐

和空間的匯流」（Papacharissi, 2010, p. 17）。Papacharissi指出，在政治領

域中，公與私的融合，意味著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法律結構都坍

縮到一個單一的融合的景觀，不斷地在公私之間流動，不願意長久地依

附於任何一種（Papacharissi, 2010, p. 60）。公與私的融合也改變了人們

關於公共空間／議題、私人空間／議題的理解。這表現為兩個平行的過

程：公共空間的私人化與私人空間的公共化（胡泳，2008）。公私的融

合或者說邊界的模糊深刻地改變著公共性的形態，新媒介空間中，每

一位網民的私人話語和對世界的感知都可能轉變為講述、分享和添加

的故事（Papacharissi, 2015, p. 5），即在公共空間中傳播的公共話語。

通過以上文獻回顧可見，學界已經有不少成果討論了媒介與「空

間」、公／私邊界的改變及其對公共參與的影響等話題，這些構成了本

文的基礎。但空間、公／私邊界的改變如何塑造了公共空間的形態、公

／私邊界的改變對於不同的階層意味著什麼等問題尚未得到充分的探

討。本文以「底層」的表達實踐為研究對象，探討公／私邊界的變遷如

何影響了「底層」群體與公共空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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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框架、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理論框架：公共領域與文化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是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來自市民社會的公眾聚集

在一起，討論公共事務，形成公共輿論，對國家進行監督。在《公共領

域的結構轉型》中，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的概念做了如下界定：「資

產階級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

但私人隨即就要求這一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反對公共權力機關自

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經屬於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質的商品交換和

社會勞動領域中的一般交換規則等問題同公共權力機關展開討論。」

（哈貝馬斯，1999：32）哈貝馬斯將公共領域劃分為三種類型：代表型

公共領域、文學公共領域和政治公共領域。三種公共領域功能各異。

後來的政治學、傳播學研究大多接受的是哈貝馬斯的「政治公共領

域」。相較而言，學界對「文學公共領域」的關注不夠。

哈貝馬斯雖然更看重「政治公共領域」的價值，但對「文學公共領域」

也著墨較多。文學公共領域是在政治公共領域產生之前，「政治公共領

域是從文學公共領域中產生出來的」（哈貝馬斯，1999：36）。文學公共

領域主要由小說和新聞構成，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不斷地交流情感體

驗。」（Lee, 2001, p. 293）文學公共領域具有啟蒙的作用，它是「公開批

判的練習場所」，是私人的自我啟蒙過程（哈貝馬斯，1999：34），「通

過文學討論，源自私人領域的主體性對自身有了清楚的認識。」（哈貝

馬斯，2009：55）這種啟蒙了的主體性是進入政治公共領域的必需，「自

我意識的清晰，提供了資產階級提出政治主張的概念基礎。」（Lee, 

2001, p. 293）因此，文學公共領域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哈貝馬斯，
2009：55）。「對於哈貝馬斯來說，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對文學的社會作

用和哲學反思的探討，為關於當前事件的合法爭論提供了基礎。批評

的實踐在它是政治之前，是文學的」(McGuigan, 2005, p. 430)因此，有

學者認為，「哈貝馬斯的文學—而不是政治—公共領域，作為批

判的公眾的反思的訓練場，是一個富有成效的概念。」（Sharman, 2017, 

p. 306）這一概念對於我們理解工人文學的意義具有重要的啟發，本文

將簡要分析打工群體如何在文學中建構自己的主體性和自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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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公共領域包含的範圍較為狹窄，麥圭根（McGuigan, 2005）更新

了文學公共領域的觀念，將其擴展為「文化公共領域」（cultural public 

sphere）的概念，用來指政治、公眾與個體的情感性傳播方式的結合。

它與政治公共領域也密切相關。麥圭根明確指出，公共領域的研究傾

向於關注新聞的認知層面，忽略或者輕視情感性的傳播。哈貝馬斯的

最初構想區分了文化公共領域與政治公共領域，如果說日常新聞是政治

公共領域的特徵的話，文學公共領域由於較少受到新聞報導當下事件的

約束，反而有可能提供一個可以深度反思的論域（arena）（McGuigan, 

2005, p. 427）。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90年版的序言中也

承認了大眾文化對於公共領域的意義（哈貝馬斯，1990：VI–VII）。哈

貝馬斯開始欣賞流行文化對等級關係的顛覆（McGuigan, 2005, p. 428）。

哈貝馬斯認為，「大眾文化顯然絕不僅僅是背景，也就是說，絕不是主

流文化的消極框架，而是定期出現、反抗等級世界的顛覆力量，具有自

身的正式慶典和日常規範。」（哈貝馬斯，1990：VII）

「文化公共領域」的概念更直接指向當代公共生活的症候。Gripsrud

（1992）認為當代文化公共領域源於大眾對公共生活的疏遠。對於麥圭

根來說，期待公眾參與對他們影響很小的官方政治是不現實的，但文化

公共領域能夠讓政治公共領域變得更容易接受，提升公眾對公共事務的

意識。麥圭根的目標是「試圖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和『交往理性』

之中，注入公民情感、美學和感動等人文的元素。」（任珺，2015：75）

還值得指出的是，傳統的公共領域、商議民主的研究多排斥「情感」

的價值（克勞斯，2015），新近的政治哲學探討則主張把情感納入商議民

主中來（克勞斯，2015；Morrell, 2010），相關的經驗研究成果也已有許

多。在文化公共領域中，「情感」也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麥圭根指出，

「公共文化不僅是認知的，也是情感的」（McGuigan, 2005, p. 430），「情

感傳播的價值並不僅限於偉大的文學作品。也許電視肥皂劇是我們時代

最可靠的檔案。情感傳播不僅是有價值的歷史證據，它們自身就是爭論

的場所」（McGuigan, 2005, p. 430）。Gripsrud（1992）也認為，情感在公

共領域中佔據一定的位置。在本文中，我們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具體

分析階層分化社會中的共情機制在文化公共領域中的角色：它如何促使

了不同階層之間的連接，又有何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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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學領域」的觀念在判斷和理解許多以前在文學研究中被忽

視或輕視的問題時非常有用（Hockx, 1999）。這一觀點亦適用於「文化

公共領域」。「文化公共領域」的概念能夠提供給我們看待「文化」與「政

治」的新視角。本文使用「文化公共領域」這一概念，主要基於以下考

慮：首先，范雨素最重要的文本〈我是范雨素〉，屬於非虛構寫作作

品，它既不是觀點的表達，與哈貝馬斯「文學公共領域」中的「文學作

品」也有一些差異。即使是許立志的詩歌，也只是在很小的範圍內被閱

讀，他後來的影響與其他的文化實踐密切相關。其次，底層群體的表

達實踐還涉及電影、新聞報導等文化產品，這些形態共同構成了底層

群體的表達文化，「文學公共各領域」難以概括這些內容。相較而言，

「文化公共領域」的概念能夠涵蓋更加多元的表達形態，更符合本文要

探討的對象性質。本文使用這一概念來探討底層群體的各類表達文

化、以及圍繞「底層群體」的公共表達如何塑造了公共領域的形態。

不過「文化公共領域」的理論雖然豐富了人們對於公共領域的解釋，

但對當前紛雜交錯、充滿衝突和競爭的文化生態關注不夠，這一特徵尤

其表現在互聯網空間中。為了更清晰地描繪和解釋互聯網時代的公共空

間，我們還需要引入弗雷澤（N. Fraser）的理論。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

是一種概念資源（Fraser, 1990, p. 57），後來的研究者對此有不同的闡

釋，當然這一概念或理論也遭遇到不少批評，比如弗雷澤。弗雷澤認

為，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有四種主要的假設：（1）公共領域中的對

話者能夠排除身份的差異，他們是平等的；（2）對於民主而言，單一的

公共領域相較於「多元的公眾」（multiple publics）是更好的；（3）公共領

域中的話語應該被限制在關於「公共善」（common good）的討論，私人

興趣和私人議題是不受歡迎的；（4）民主公共領域需要市民社會和國家

之間的清晰的劃分（Fraser, 1990, p. 63）。弗雷澤對哈貝馬斯的這些「預

設」進行了批判，指出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並不是平等的，一些邊緣群

體常常被排斥在外；在分層的社會（stratified societies）中，單一的公共

領域會強化不平等，而「附屬的對抗性公眾」（subaltern counterpublics）則

意味著話語論爭的擴展，這是一個好的事情，他們能夠形成「平行的論

述場域」（parallel discursive arenas），附屬的社會群體能夠創造和傳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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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counter discourses），這轉而允許他們形成關於他們認同、利益和

需求的對立詮釋（Fraser, 1990, pp. 63–67）。弗雷澤認為，「我們需要一個

批判的關於政治生活形式的政治社會學，在其中，多元但不平等的公眾

參與其中。這意味著從理論上闡明不同公眾之間的論爭，並識別那些使

得一些人從屬於另一些人的機制。」（Fraser, 1990, p. 70）

與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相比，弗雷澤的「多元公眾模式」被認為「跳

脫二元窠臼，藉由承認『差異』而關注到混雜、多樣論述表現底下的權

力競爭」，因而更適合網絡公共領域的研究，「朝向多元、競爭公共領

域的研究路徑」（林宇玲，2014）。受到弗雷澤的啟發，許多當代理論家

也討論多元的公眾，包括種族、性別、民族等（Squires, 2002）。

其實，哈貝馬斯在1990年版的序言中也反思了自己的理論，看到

自己忽視了其他形態的公共領域以及公共領域的階級屬性，比如，關

於公共領域與階級，哈貝馬斯說「在寫作此書時，我根本沒有考慮到亞

文化公共領域。有關某一階級的公共領域，我在前言中雖然有所提

及，但沒有進行深入研究。」（哈貝馬斯，1999：V）哈貝馬斯也認為公

共領域是多元的，並且有一種和資產階級不一樣的平民公共領域（哈貝

馬斯，1999：VI）。

本文將弗雷澤的「多元公眾模式」作為理論基礎之一，主要關注底

層群體如何通過自我表達而塑造對自身的理解，底層群體的表達如何

進入公共空間，多元「公眾」之間怎樣交往和互動。除此之外，本文還

將考察底層的文化實踐所形成的空間形態。弗雷澤的「多元公眾模式」

雖然將不同的公眾風格都納入到考察的對象之中，但卻較少關注「多元

公眾」的空間形態，即不同的公眾在公共空間中佔據了什麼位置，他們

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怎樣的。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會豐富我們對公

共空間的理解。

在以上探討的公共領域的理論脈絡基礎上，我們借助「文化公共領

域」和「多元公眾模式」的理論，探討在報刊、互聯網、手機等各類媒介

生成的公共空間中，底層對個體（私人）體驗、個人經歷的表達和書寫

如何進入公共空間，以及如何塑造了公共空間的形態。本文也把底層

的表達實踐放在一個宏觀的政治—社會脈絡中考察，探討原本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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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公共空間中被「排擠」的底層群體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介的表達

在公共空間中佔據了什麼位置，形成了什麼形態的公共空間。

研究問題

基於「文化公共領域」和弗雷澤「多元公眾模式」的理論框架，本文

主要探討以下兩個問題：

1.  底層群體如何表達自己的私人體驗、經驗？他們形成了什麼樣

的論述和關於「自我」的理解？
2. 底層私人經驗的書寫如何成為公共議題？在這一過程中，主要

有哪些機制發揮作用？有哪些行動者參與其中？形成了什麼樣

的文化公共領域？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以下兩種研究方法：
1. 個案研究：文章主要選取了「許立志」和「范雨素」兩個案例。許

立志和范雨素都在公共空間中引起了跨越階層的反響。這兩個案例向

我們呈現了社交媒體時代文化公共領域中的各種關係。除此之外，我

們還對與許立志、范雨素直接相關的案例進行分析，比如工人詩歌朗

誦會、皮村文學小組等。
2. 話語分析：本文分析的話語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許立

志、范雨素以及其他工人文學或「皮村文學小組」的作品。許立志的作

品主要來源於他的微博、在刊物發表的詩歌、詩集《新的一天》。對范

雨素的分析主要是〈我是范雨素〉、〈農民大哥〉。其他工人文學的作品

主要是來源於《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搜狐網上的「皮村文學作品

集」，其中，「皮村文學作品集」目前有文章88篇（截止2018年12月13

日）。文章使用話語分析的方法，分析他們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的，

又是如何表達自我命運與社會的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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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是媒體、文學界、詩人、詩歌評論家等的文本，文本來源

於媒體對許立志、范雨素的報導，通過讀秀搜索 1，獲得關於許立志的

報導26篇，關於范雨素的報導242篇。總體來看，媒體對於許立志的

報導並不多，對於范雨素的報導主要是在2017年，之後迅速下降。文

學界、詩人和詩歌評論家的文本主要是對於許立志、范雨素等底層文

學的評論，主要來源於學術期刊、各類媒體上發表上的關於范雨素、

許立志的評論文本。文章主要通過話語分析探討其他社會階層的群體

如何報導、看待「底層」的文化實踐，是如何建構「底層」群體文學作品

的意義的。

第三類是公眾（主要是網民）的話語，文本主要來源於知乎、豆

瓣、網絡新聞跟帖等，研究者先整體瀏覽這些網路平台上的帖子，獲

得整體印象，然後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和話語進行分析。文章主要

分析「底層」的表達實踐如何影響了網民對他們的想像和理解。

「私人話語」的書寫與「底層」的表達實踐

許立志和范雨素的文本屬於廣義的「打工文學」，它在中國已有

三四十年的歷史。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打工人員創造文學作品的

現象，在1980年代就已經出現。《特區文化》在1984年第3期發表林堅

的短篇小說〈深圳，海邊有一個人〉，被認為是打工文學最早的作品（周

航，2013：123）。1988年打工文學專門刊物《大鵬灣》創刊，一些主流

文學期刊自1990年代開始也發表了務工文學作品，例如《花城》在1990

年第1期頭條發表林堅的中篇小說〈別人的城市〉，被認為是最早的主流

期刊發表的打工文學作品（周航，2013：123–124）。但根據徐非的回

憶，1990年代初期，發表「打工文學」作品的刊物還比較少，「打工詩歌」

發表的更少（徐非，2014：71）。1991年安子的紀實小說《青春驛站：深

圳打工妹寫真》先後在《深圳特區報》、上海《文匯報》連載（周航，
2013：123），「尋夢」、都市、青春等是該作品的關鍵字，也影響了後來

很多打工文學的主調。徐非回憶說，1990年代，「發表一首好詩，可以

收到上百封甚至上千封讀者來信」（徐非，20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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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四位打工作者許強、徐非、羅德遠、任明友在廣東惠州

創辦民間詩報《打工詩人》，成為著名的打工詩歌發表刊物。打工雜誌

後來逐漸增多，郭睿指出，與北方相比，南方的打工雜誌更多，打工

文學和廣東幾十家的打工雜誌都主要寫打工者這一群體，諸如《江門文

藝》之類的期刊，一期發行幾十萬，但後來隨著紙媒的衰落，「傳統打

工雜誌全沒了」（郭睿，2017）。

極少數打工文學作品還能夠得到重要文學刊物的關注。2007年，

鄭小瓊的〈鐵．塑膠廠〉發表在《人民文學》第5期。在她的〈鐵．塑膠

廠〉、〈打工，一個滄桑的詞〉、〈疼〉、〈機器〉等作品中，「鐵、切割機、

流水線、斷指等意象構成了鄭小瓊詩歌中打工者痛切骨髓與靈魂的冰

冷殘酷的生存境遇。」（陳雨露，2013：13）〈鐵．塑膠廠〉還獲得了「人

民文學獎」，在中國的文學界，這是一個重要的獎項。「從內容上看，

記錄流水線上的屈辱與呻吟，幾乎是所有打工文學的基調。」（劉旭，
2010：32）總體來看，打工文學主要有兩種議題，一是「尋夢」，打工者

是以「尋夢人」的主體出現，二是表達在都市和工廠中遭遇的困惑、痛

苦等情感體驗，這一主題中，有的作品也表達了對於尊嚴、權利的追

求。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打工群體的文學書寫具有一定的自我啟蒙

的作用。

許立志和范雨素也是「打工文學」的代表人物。許立志自2010年以

來，寫了195首詩歌，秦曉宇從中選出187首，以眾籌的方式出版了

《新的一天》的詩集（羅昕，2014），書的名字來自許立志的最後一條微

博。許立志的詩歌主題比較多，在此僅舉幾例，比如〈夢想〉把自己視

為「異鄉人」，講述了作為異鄉人的漂泊和生活的疼痛。〈我咽下一枚鐵

做的月亮〉使用了螺絲、廢水、機台、水鏽等意象，讓人們感受到工業

生活的壓抑。〈流水線上的兵馬俑〉則通過強烈的對比向人們描述了工

人機器般的生活。通過這些詩歌，許立志建構著關於自己命運、工作

等方面的理解。

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發表在界面新聞旗下的微信公眾號「正午故

事」，這篇文章迅速在微信朋友圈中刷屏。在這篇文章中，范雨素講述

了從她母親到自己孩子的命運，文章雖觸及不少沉重的話題，但筆調

卻非常平淡，從2014年到2017年給皮村文學小組上課的張慧瑜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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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范雨素〉的評價是：「不刺眼、不悲情、很平淡，卻也曲折、有力量」

（陳燦，2017）。〈我是范雨素〉中還涉及對農民工政策、徵地政策的簡

短批評，以及城市人對農村人的社會歧視。范雨素所在的皮村文學小

組還有油印本的《皮村文學》，作品多描寫皮村生活經驗、工傷與壓

迫、對村莊童年的美好記憶、對不公的控訴、工業勞動經驗和壓抑感

（淡豹，2017）。

務工者的文化實踐除了自己發表作品之外，還包括集體的詩歌朗

誦會、打工者的春晚等形式。2015年曾舉辦兩場詩歌朗誦會，據《北京

青年報》的報導，2月2日，在北京朝陽區皮村，舉行詩歌朗誦會，19

名工人詩人朗誦了自己的詩歌作品，這些工人從事煉鋼、採煤、鐵

路、建築、爆破、製衣等工作。朗誦會的支持者是秦曉宇和吳曉波。

在這之後，5月23日、24日，天津大劇院小劇場繼續舉辦了「我的詩

篇—草根詩會」。這場詩會雖然被一些媒體報導，現場卻並未吸引

多少觀眾。

「打工春晚」的前身是「工人文化藝術節」，據媒體報導，2008年至
2011年間，藝術節曾舉辦四次。自2012年開始，「打工春晚」開始舉

辦，第一屆還邀請到中國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主持。他們獲得從中央電

視台到各大報紙、電視台等主流媒體的關注，2012年7月，中央電視

台還播出了一套五集長度的《皮村紀事》的紀錄片，描繪了這一群體的

生活狀況。2013年，「打工春晚」的演出地點由皮村變更為團中央劇

場，2015年，朝陽區文化館承接了演出場地，但2018年，打工春晚只

能通過一個短視頻平台發聲（尹航，2018）。「打工春晚」的節目多是以

歌曲、詩朗誦等方式，表達打工者的心聲。比如，〈勞動者讚歌〉是「打

工春晚」的重要節目，這一歌曲表達的一個主題就是「勞動者最光榮」。

「打工春晚」、「詩歌朗誦會」以及其他工人對它們的收看，都將不同 

的工人連接在了一起，塑造了集體的身份認同，比如對於「勞動者」的

認同。

在許立志、范雨素以及「皮村文學小組」的案例中，「底層」的表達

實踐具有以下意義：（1）底層群體通過對自身經驗和體驗的書寫，促進

了底層群體彼此的相互連接，用他們在〈勞動者的詩與歌〉中的話說，

這就是「我們聽見彼此的聲音」。（2）在閱讀、互動和交往中，底層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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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形成關於「自我」的理解，比如他們強調自己的「勞動者」身份、「工

人」身份，表達了對身份平等、尊嚴、公平的嚮往。這種關於「自我」

的理解，是底層群體進入公共空間參與公共討論的重要基礎。（3）底層

的文化或文學實踐，也是連接這一群體與其他階層的紐帶。皮村文學

小組的郭福來就認為，「媒體關注范雨素是好事情，讓別人知道在中國

的底層還有這樣生活的一些人。」（武靖雅，2017）張慧瑜也說，「我覺

得皮村文學小組這樣一個文化空間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能讓城裡人

與打工者相遇、交流。」（陳燦，2017）接下來我們將分析底層的文化實

踐如何進入其他階層的公共空間。

「底層」表達與文化公共領域的構成

媒體、社會精英和公眾在許立志自殺之後才開始關注他、他的詩

歌，以及其他打工者的文學。圍繞許立志、其他打工者、以及他們的

文學作品，形成媒體報導、電影和圖書等文本，它們共同構成了本文

探討的「文化公共領域」。吳曉波和秦曉宇在文化公共領域的形成中發

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吳曉波是中國比較知名的財經作家，秦曉宇是詩人和詩歌評論

家。他們通過電影、詩歌朗誦會、編輯和出版圖書等許多方式將工人

詩歌帶入公共空間。吳曉波總策劃，秦曉宇、吳飛躍共同指導的非虛

構電影《我的詩篇》記錄了烏鳥鳥、陳年喜、鄔霞、吉克阿優、老井和

許立志等六位打工者的生活，於2017年1月在中國公映。自2015年

起，該紀錄片曾多次獲得諸如第52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紀錄

片、中國國際紀錄片節—最佳紀錄片等獎項。秦曉宇還編輯了兩本

詩集。除了前文提及的《新的一天》之外，秦曉宇還編輯了《我的詩篇：

當代工人詩典》，也是在2015年出版。

媒體、網民和秦曉宇、吳曉波等在論述工人的文學實踐時，都頻

繁提及「工人」、「階級」、「底層」、「工人階級」等詞語。許立志的詩歌

也被認為賦予了底層命運代言的意義，如許立志的詩歌文集《新的一

天》的簡介寫到「他的詩樸素、斬截而又強烈，兼具抒情性與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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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以荒誕的或令人震驚的筆觸書寫悲辛的底層生活與幽深的死亡詩

意，以此來為兩億多命運的同路人立言，為底層的生存作證。」務工者

群體的詩歌，通過對個體化的體驗、經歷的書寫，被賦予了公共意

義，引發了人們對於當代工人生存境遇的關注。

底層群體的表達進入主流的公共空間，「共情」（empathize）機制在

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公眾的話語表述中，許多人都提到詩歌帶

來的「共情」機制，有不少評論都強調了許立志的詩歌帶來的情感或心

靈上的震撼。相比於認知層面的因素，在階層隔閡和分化的社會，共

情機制更容易將不同的階層連接在一起，引發人們對這一群體的關注。

好的詩歌是心靈的震撼，我一直認為現代詩歌是私人的，個性化

的，詩歌帶來的共鳴就是詩人講自己心靈的故事帶來不同人對相

同人性的觸動，本不是給別人看的，是自我的一種反省，許立志

做到了，很多人提到海子，我覺得許立志和海子才華高低我不清

楚，但是許立志的詩歌是真真切切的血肉感情是毋庸置疑的。（作

者：hawk，2014年11月19日；來源：知乎）

相對於許立志，范雨素引發的爭論更多，例如，圍繞〈我是范雨

素〉這一文本，還發生了是否有文學價值的爭議。本文關注〈我是范雨

素〉為什麼會流行？公眾從這一文本中解讀出了什麼？

雖然在〈我是范雨素〉之前，范雨素已經有作品發表，但那時並未

引起大眾傳媒的注意。〈我是范雨素〉是理解這一案例的核心文本。從

文本來看，這篇文章內含多個主題，除了個體的命運之外，還有教

育、社會歧視、個人尊嚴等問題，儘管范雨素的行文簡潔、平淡、具

有一種幽默感。但大眾傳媒對范雨素的報導以及公眾對於這一文本的

解讀，許多都是看到裡面的道德力量，或者是看到范雨素對抗命運的

淡然。例如，〈我是范雨素〉的責任編輯認為這一文章之所以流行，「最

重要的是，文章有種道德力量。」（淡豹，2017）《中國青年報》發表的

評論也指出了范雨素文章的道德力量：「她的文字裡有一種超越用悲情

賄賂自己的道德力量。生存的重量並沒有扭曲人的靈魂和尊嚴，世界

吻我以痛，我卻報之以歌。」（曹林，2017）〈關於范雨素的手記〉（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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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手記」）中稱范雨素「好像一位局外人，帶著冷峻的幽默和理解

力，寫人物的可笑可歎，周圍人的關懷與無奈，描述聰明機警，有諷

刺性，語言風格強烈，有很大的距離感和同情心，不大寫苦難、反

抗、工業勞動過程和工廠空間細節。」（淡豹，2017）在手記中，作者還

提到，「尊敬讓人心疼的書，愛護受苦受難的人，人都在受苦，不僅所

謂底層。」許多類似的對范雨素的解讀，都是「去階層身份」的，解讀的

框架往往是道德或者是對待命運的堅毅、淡然等。正如李豔紅、范英

傑的研究指出，在范雨素案例中，「正午故事」的主編所看重的，是范

文所表達出的面對苦難的克制的態度，對〈我是范雨素〉的文本進行「潔

淨化」的處理，滿足中產階級的趣味（李豔紅、范英傑，2019）。公眾從

中看到的是他們喜歡看到的東西。

但在報導和傳播的過程中，諸如底層、打工文學、育兒嫂等身份

也被突出。2016年5月20日，「正午故事」曾發表過范雨素的〈農民大

哥〉，從〈關於范雨素的手記〉中，我們看到這篇文章的修改過程：「她

自擬的標題是〈有夢想的大哥哥〉，張慧瑜老師改成〈大哥哥的夢想〉，

我們發表時改為〈農民大哥〉」（淡豹，2017）在這種改動的過程中，「農

民」的身份被突出。無論是對范雨素「去身份」的解讀，還是凸顯身份

標籤的報導和傳播，都可以被稱為對底層表達的「再構（reframe）機制」。

通過對兩個案例中「文化公共領域」的形態的研究可以發現：

（1）在「文化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中，大眾媒體的平台、一些比較

知名的文化精英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沒有他們的「中介」，底層的表達

實踐很難進入主流的公共空間。這種現象反映了底層群體自身難以在

公共空間中獲得影響力，缺乏建構公共議題的權力。

（2）「共情機制」在「文化公共領域」的形成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情感的共鳴是連接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重要紐帶，也是不同階層之

間達成理解的管道。哈貝馬斯後期思想關注到了情感在審議中的意

義，「哈貝馬斯在晚期著作中承認『如果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同情，那麼

任何審議都不可能得出值得普遍認同的結果』。」（弗雷澤，2016：217）

「共情」這一概念含義複雜，本文使用這一概念主要是基於克勞斯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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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的理解，Krause指出，「共情是人與人之間通過換位思考而產生

的關於情感（sentiments）的情感—認知（affective-cognitive）的交流。」

（Krause, 2011, p. 83）。在這一界定中，「共情」包含了情感和理智的因

素，本文使用這一概念主要指人們對於底層的文學作品產生的情感共

鳴，以及由此可能增加的對底層群體的理解。對於底層的文化公共領

域而言，情感共鳴的機制可以激發其他階層的關注，甚至增進階層之

間的理解，但長期來看，共情能否真正推動底層進入公共空間和底層

議題的公共化，還需要考慮政治結構的因素。不平等的政治結構會使

得共情不穩定和脆弱。此外，能夠喚起其他階層共情的表達需要一定

的文化資本，這限制了絕大多數底層群體進入公共空間。

（3）「再構機制」也是「文化公共領域」形成的一種重要機制。底層

的一些作品，由於文字、表達的體驗距離其他階層較遠，再加上文學

表達本身具有的模糊性，難以直接進入公共空間。這需要媒體和其他

群體的「再構」，將底層的表達轉化為其他表達方式。許立志在微博上

寫詩，但只得到極少的關注。自殺之後，其作品得到媒體、秦曉宇等

的「再構」，將許立志的詩歌表述為工人的生存狀態、工人命運等，才

引起輿論的回應。范雨素的作品在寫作過程中被編輯「再構」，傳播過

程中又被閱讀者「再構」。一些底層的文化作品在傳播、被閱讀、被解

讀的過程中，也常被貼上各類標籤，成為消費的對象。這種機制既可

能促使底層表達更廣泛的傳播，甚至有助於建構公共議題，但同時也

會造成他們的身份被標籤化、固化，模糊底層表達的核心訴求。「再構

機制」對於我們理解底層私人表達的公共化具有一定的意義。

底層表達與公共空間的形態

本文通過對這兩個案例的分析，探討了「底層群體對於私人經驗的

書寫如何成為公共議題」這一問題。本研究主要有如下發現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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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打工群體通過詩歌、小說、散文等文學創

作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體驗，這些書寫構成了我們理解中國現代化的一

條重要線索。這些文學作品既有關於打工群體痛苦、困惑、壓抑等體

驗的書寫，也有對於在都市中「尋夢」的關注。他們有自己的作品發表

刊物，有自己的讀者，也有一些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支持者。作品、

刊物和讀者構成了打工群體的「文學公共領域」。通過寫作和對打工文

學的閱讀，打工群體也在建構著關於自己的理解，工人命運、尊嚴、

權利等都是較為頻繁出現的主題。從這一點來看，打工群體形成的文

學空間具有一些哈貝馬斯所指出的自我啟蒙的意義。他們借此建構對

於自己身份的想像，連接了打工群體，一些作品和事件也塑造了其他

階層對於打工群體的理解。

由於不平等權力結構的存在，底層群體較少有進入主流公共空間

的機會。大量的底層作品無法獲得其他階層的關注。許立志和范雨素

的案例是他們中的極少數。這兩個案例是關於私人體驗和經歷的書

寫，但都引起較多的關注，甚至帶出來一些具有公共性的議題。本研

究發現，在底層群體的「私人」書寫進入公共空間的過程中，主要有兩

種機制發揮作用。一種是「共情機制」，底層群體的書寫如果能夠喚起

其他階層的情感共鳴，引發同情或者增進其他群體的理解，就有更多

的機會進入主流的公共空間。另一種是「再構機制」，它通過對底層表

達的重新表述和架構，使得底層的體驗能夠符合其他階層的興趣、趣

味或者關注點，促使底層表達進入公共空間。「共情」與「再構」是底層

議題公共化的重要機制，對於底層群體話語如何進入公共空間具有一

定的解釋力。

基於其他案例和經驗材料，我們也發現共情和再構兩種機制的發生

需要一些條件。這些條件大致包括：事件的悲劇程度；事件的戲劇和衝

突程度；當事人的文化資本以及由此帶來的表達品質。一般來說，越悲

劇的事件越容易引發共情，許立志以「自殺」的方式引起了其他階層的

關注，進入主流的公共空間。具有戲劇性和衝突性的事件也容易引發

「再構」的發生，比如草根歌手龐麥郎就是以戲劇性的方式獲得關注。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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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群體中擁有相對較多文化資本的人也更有機會進入公共空間，范雨素

即為一例。這些條件也意味著底層群體進入公共空間的艱難。

在私人議題轉化為公共議題的過程中，社交媒體具有何種意義？

社交媒體為個體性的表達提供了更多進入公共空間的管道。由個體的

「私人話語」—對個體情感體驗、個人經歷的書寫—構成的文化公

共領域能夠引發公眾的參與，塑造底層群體的自我理解以及公眾對他

們的想像。當然，個體性的、私人的話語進入公共空間早已有之，社

交媒體對於「私人話語」的影響並不僅僅在於私人話語數量的多少，更

在於公／私空間的融合以及個體的公／私身份的融合，這導致「私人」話

語與「公共」話語之間的邊界更為模糊。

進一步的討論

共情和再構兩種機制並不能改變底層群體在公共空間中不平等的

問題。在一個社會結構中，弱勢群體總是容易被「排擠」出公共領域，

只不過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代，排擠的機制有所差異。因此，如哈

貝馬斯建議的，我們需要分析弱勢群體被「排擠」出公共領域的機制。

在中國的文化公共領域中，「共情」和「再構」都可能成為排斥機制。

首先，共情機制是連接個體體驗和公共空間、底層群體與其他群

體的重要紐帶，但情感社會學的研究也發現，情感是社會建構的產

物，不同群體的身份認同、情感經驗、情感感受和機制都有差別。情

感的共鳴受到物理空間、歷史—文化空間、親密關係空間等因素的

限制，這些構成了共情活動的空間結構（spatial texture of sympathetic 

activity）（Forman-Barzilai, 2005），一般而言，不同生活空間的群體產生

共鳴的程度低於同一生活空間的群體。這種情感的機制導致底層群體

的表達實踐雖然有時可以突破階層的限制，引發跨階層的共情，但總

體來看，社會的精英階層或中產階層對於底層群體書寫的個體體驗和

經歷比較隔膜，這導致情感共鳴的程度總是非常有限。許立志的詩歌

儘管引起了一些人的情感共鳴，但從網路評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大量

的不解甚至帶有諷刺性質的批評。「共情」這種機制總是傾向於選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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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帶來情感共鳴的內容，這就會帶來對更多底層表達的忽視甚至排

斥，尤其是當這些表達對於其他階層來說比較隔膜的時候。一些「共

情」的發生往往基於自己的框架對底層文化實踐的體驗和解讀。最初的

共情和好奇消退之後，底層的表達實踐依然面臨著被主流公共空間排

斥的境遇。

其次，「再構機制」的動力也非常不穩定，〈我是范雨素〉能夠獲得

大量的關注，但更多類似作品無人問津。並且，「再構機制」可能模糊

了底層的文化實踐，這兩個案例都較少正式引起公眾對勞工問題、新工

人問題的討論，在「范雨素」案例中，公眾被感動的多是她看待命運的

方式，這是主流群體的「再構」方式。經由這種「再構」，底層的苦難主

題被過濾、轉移、抑制，甚至消失（李豔紅、范英傑，2020）。在「許立

志」案例中，人們同情的更多是一位自殺的年輕詩人，務工者的生存狀

態沒有能夠引發公共輿論的關注。一個階層的「再構」方式反映了該階

層的品味和風格，它與權力結構具有很強的一致性。它看似將底層的

話語帶到公共空間中，但卻以「再構」的方式轉換了底層的核心議題。

當然，由於底層群體的「私人」話語往往不具有將個體體驗和經驗建構

成社會問題的能力，底層話語的公共化和問題化本身也需要「再構」的

機制，但一些案例中，「再構機制」之所以成為排斥的機制，主要是因

為缺乏將底層的私人表述建構成公共問題的行動者，尤其是擁有較多

文化資本的行動者，比如媒體、知識精英等。

我們可以發現，經過共情機制和「再構機制」，底層表達雖然有機

會進入主流的公共空間，但難以形成具有一定持續性的公共議題，許立

志和范雨素的案例都沒有能夠形成可以在公共空間中持續存在的、甚至

可以影響政策的議題。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同為「底層」群體，

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以及能夠調動的文化資本，其文化實踐也會有差

別，表現出不同的特徵甚至結果。在「許立志」案例中，許立志的詩歌

得到吳曉波、秦曉宇等的關注，其個體經歷被賦予新工人乃至工人群體

命運的公共意義。而「范雨素」案例中，由於缺乏文化精英的關注，〈我

是范雨素〉雖然流行甚廣，但卻沒有被建構為公共議題。文化精英群體

在文化公共領域的建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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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共情機制還是再構機制的局限，都根源於當代中國社會階

層分化和政治結構不平等。階層之間結構性的分化、割裂，阻礙了對

話和理解。政治結構的不平等則使得底層群體較少有機會進入主流的

公共空間進行表達，他們的情感難以被體驗到。階層分化與政治結構

的不平等導致了共情和「再構」機制的局限，它難以為底層群體進入公

共空間提供穩定的支撐，甚至有可能帶來對於底層群體的「獵奇」、消

費和偏見，如克勞斯指出，道德情感是「通過社會性的方式構造起

來」，「它們傾向於反映通行的不平等和排斥，從而把偏見永久化」。

（克勞斯，2015：20）

這些局限導致圍繞「底層」而形成的文化產品面臨著一個悖論，一

般來說，它或者難以在公共空間裡被傳播，或者要符合其他群體的興

趣，後者有可能模糊底層的訴求，甚至遠離底層的文化實踐。在階層

分化的社會中，共情機制和「再構」機制值得我們做更多的研究，比如

它們如何促進了不同階層之間的連接，又如何成為一種排斥的力量。

本文僅僅以許立志和范雨素的案例對此進行了初步的分析。

指出互聯網與社交媒介改變了公共和私人的邊界並為底層的文化

實踐提供了空間，並不是本文的最終目標。我們還需要討論空間改變

之後的形態。底層群體如果要進入主流的公共空間，在某種程度上依

然依靠與其他階層群體的連接，這種連接並不常見，總體來看，各種

空間之間基本上處於「碎片化」的狀態。不同公眾和空間之間的不平等

關係並未有改變。社交媒體雖然帶來了公／私邊界的改變，但哪個群體

的「私語」能夠優先被公共化，依然受制於權力結構的力量。弗雷澤的

「多元公眾模式」承認「差異」，關注多樣論述下的權力競爭，關注附屬

或底層的群體如何創造「反話語」來與主導話語爭奪空間（林宇玲，
2014）。但在中國的語境下，由於不同群體之間具有結構性的不平等，

以及空間形態的「碎片化」，社交媒體雖然為底層群體賦權，他們以詩

歌、「打工春晚」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情感、體驗和觀點，但卻難以真

正參與到公共空間的競爭之中，相反，依賴於其他階層，尤其是文化

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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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具有的碎片化和流動的特徵反而使得公共議題的建構更

加困難。「碎片化」使得底層的表達難以跨越階層的「空間」而形成被廣

泛關注的議題，「流動性」則使得底層的話題難以形成穩定的議題，公

眾的注意力也不斷地變動。因此，受益於社交媒體，底層表達的可見

度在增加，但卻難以形成被持續關注的公共議題。這種私人話語的可

見度與公共性的關係，值得我們進一步地研究。

最後，我們回到「文化公共領域」的概念。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

設想的「公眾」可以說是去歷史的、無具體身份的、同質的，但在互聯

網與社交媒介形成的公共空間中，公共的、私人的、審美的、情感的，

各種因素都參與到對公共空間的形塑中，互相糾纏在一起，其間的「公

眾」有情感、欲望和不同身份認同，並在歷史中具體形成。「文化公共

領域」的概念有助於我們將這些因素都納入到考量中，更完整地理解公

眾、公共領域。在關於公共領域的研究中，文學、文化和政治並不可

分，文學、文化公共領域與政治公共領域不應該被割裂。文學書寫和

文化消費蘊含著「政治批判」的可能性，當然，兩者也都有可能進一步

固化原有的權力結構，這需要我們對不同階層的文學文本、文化實踐方

式、一個國家的文化政策、文化與政治的關係等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研究局限

本文嘗試以「多元公眾模式」和「文化公共領域」作為理論分析的框

架，探討底層群體的「私人」話語如何變成公共議題，這只是一個初步

的分析，還存在以下研究局限：（1）底層群體的「私人」話語，除了本文

所分析的較為成熟的、引起公共反響的文學作品以外，還有多種形

態，但文章缺乏對於更多類型的「私人」話語的分析，不同類型的底層

話語與公共空間之間具有不同的關係，對於其他類型「私人」話語的分

析，將有助於增加我們對於階層（階級）與公共空間、公與私等問題的

理解。（2）自1980年代以來，打工群體的文學創作已經有二三十年的歷

史，有著非常豐富的作品和刊物，但本文主要分析了許立志和范雨素

兩個帶有特殊性的案例，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文觀點的解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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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3）由於研究案例的局限，本文對於底層群體的文學／文化公共領

域缺乏歷史的分析，在不同的階段，底層的文學／文化公共領域是否有

區別？為何會有這種區別？有哪些影響機制？這些問題對於我們理解

本文的議題也非常重要。（4）本文嘗試提出「共情」與「再構」這兩種推

動底層話語進入公共空間的機制，但由於經驗材料所限，缺乏對兩種

機制更細緻的探討，比如「共情」如何能夠跨越階層？兩種機制在什麼

條件下才更容易發生？（5）政治權力者對於底層的文學／文化實踐可能

有重要的影響，比如可能會鼓勵或者限制一些表達風格和內容，但本

文限於經驗材料，沒有能夠對此展開更多的論述，這也是值得進一步

研究的議題。上述問題需要更多的案例和經驗材料來回答。

註釋

1 「讀秀」是一個中文資料資料庫，包含圖書、期刊、報紙、學位論文、文檔
等內容，網址為www.duxi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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